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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辩读”与 “诠释的循环”

杨慧林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古代经典英译本汇释汇校”（１０＆ＺＤ１０８）

①　列维纳斯重新引入了一种宾格的 “我”。换言之，主体是被裹挟主体的事件所建构；克尔凯郭尔、巴丢与齐泽克在这一点上完全

一致，居于其间的则是圣保罗。列维纳斯与克尔凯郭尔之主体的共性，就是责任的主体由主体的回应所构成。Ｊｏｈｎ　Ｄ．Ｃａｐｕｔｏ．Ｔｈ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ｏｄ：Ａ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１３９．

②　在 “现代性”扩张的过程和 “中心”的叙述话语中，“他者”并非都是 “真正的他者”，而只是 “我欲求的投射”或者 “投射

性的他者”。参见Ｄａｖｉｄ　Ｔｒａｃ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Ｌｏｕｖａｉｎ：Ｐｅｅｔｅｒ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４、ｐ．４９．

［摘要］　西方学界的 “经文辩读”必然涉及一系列根本的诠释学命题，将 “经文辩读”从亚伯拉罕传
统内的宗教对话扩展到中西之间，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译解活动则堪称最为典型的案例。要破解其中 “意
义的确定性”和 “文化身份”之难题，就必须彻底摆脱 “建构性主体”与 “投射性他者”的话语逻辑；而
“诠释的循环”以及 “不可能的可能性”恰好可以为目前的 “经文辩读”理论提供必要的补充；传教士在译
解中国经典过程中的身份游移，西方概念既为中国思想 “命名”，又使中国思想进入西方概念系统的悖论，
则是在多元处境中重新理解价值共识的生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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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伯拉罕传统内三大宗教经典之间的对勘

到基督教传教士所译中国经典进入 “经文辩读”
的视野，其间逐步形成的问题领域和解释空间已
经引起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就西方而言，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彼得·奥克斯 （Ｐｅｔｅｒ　Ｏｃｈｓ）
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大卫·福特 （Ｄａｖｉｄ　Ｆｏｒｄ）
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在中国方面，传教士对
中国思想的 “命名”究竟是符号的 “衍指”（ｓｕ－
ｐｅｒ－ｓｉｇｎ）还是 “西化”的 “误读”，也引出了种
种辩难。从根本上说，其中必然涉及 “意义的确
定性”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和 “文化身
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两大难题。而要使 “确定性”真
正突破 “身份”的框限，则必须彻底摆脱 “建构

性主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①和 “投射性他
者”（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ｏｔｈｅｒｓ）②的话语逻辑，否则 “经
文辩读”的潜在张力就无法充分实现。这样，通
过 “经文辩读”而呼之欲出的应该是一种革命性
洞见，如果回溯诠释学的思想资源，或可说这也
正是 “进入”一种积极的 “诠释循环” （ａ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

一

所谓 “诠释的循环”古已有之。如同布尔特
曼 （Ｒｕｄｏｌｆ　Ｂｕｌｔｍａｎｎ）所说：“理解历史的问题
也就是诠释以往文献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已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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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诠释者必须分析文献的结构，必须从整体理
解局部、从局部理解整体，这就叫做诠释的循
环。”［１］（Ｐ１１１）研究者进而将其概括为两种形式：第
一，“为了理解一个文本，我们已经把一整套前
理解 （ｐｒ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带入了这个文本”；
第二， “不理解局部就不能理解整体，不理解整
体……又不能准确地理解局部”。［２］（Ｐ５－６）

亚里士多德试图用某种逻辑来规范真理的表

达，然而，即便是严谨的三段论，也遭到了皮罗
（Ｐｙｒｒｈｏ）的质疑：“任何三段论都是把未经证实
的问题视为当然；因为除非你的结论为真，否则
你的大前提就不可能为真，而你无权事先假定结
论。”① 于是，人们似乎只能将 “真理”限定为
“真理的宣称”或者 “陈述”（ｃｌａｉｍ　ｏｒ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ｕｔｈ）［３］（Ｐ２４２－２４３），从而超越 “前理解”与理解、
整体与局部的循环，在特定的情境内成为 “确定
性”。
作为 “经文辩读”的主要推动者，奥克斯敏

锐地提出了其革命性洞见，比如， “辩读的目标
不是要提供某个答案……从不期待最终的结论
……并不寻求真—假判断”，乃至可以由此 “带
来现代诠释学和认识论框架内不能获得的成果”，
将 “非此即彼” （ｅｉｔｈｅｒ／ｏｒ）的差异转化为 “亦
此亦彼” （ｂｏｔｈ／ａｎｄ）的差异，将 “非建设性差
异”转化为 “超越差异的建设性对话”，将 “对
立”（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转化为 “对比”（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ｅ－
ｔｙ）等②。但是，如果从这些 “局部”深究其论
说的 “整体”，奥克斯似乎仍然是要借助理解活
动的层次区分作为 “确定意义”得以成立的
依据。
如其所述：第一层的 “直白义”（ｐｌａｉｎ　ｓｅｎｓｅ）

虽然包含着 “绝对者的意志”，却是 “通过不确
定的方式加以展示”，这种 “不确定性” （ｉｎ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构成了 “经文辩读的力量之源”。第
二层的 “解释义”（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和
“行为意义”（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来自某

特定群体内部的诠释和行为，其中包含的 “确定
意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仅限于 “当时当
地”，因而实际上只是 “解释义和行为意义的确
定性宣称”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第三层意义是
“经文辩读的另一力量之源”，即： “展现每一种
个体诠释之独特性”、针对 “某个单一解释者”
的 “确定意义”［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ｉｎ　ｓｅｎｓｅ（ｂ）ｆｏｒ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ｃ）］。
意思是：以ａ代表 “确定意义”，以ｂ代表 “直
白义”，以ｃ代表 “解释者”，如果添加新的解释
者ｄ，则可以产生新的意义ｅ；由此构成的ａｂｃ
或者ａｄｅ甚至ａｆｇ等，ａ的内容或许不同但是同
属确定性，因为其中ａ＋ｘ＋ｙ的结构并未改
变③。而这些不同之所以仅仅是不同而不是冲
突，是因为它 “并不寻求真—假判断”，从而有
别于第二层意义的 “确定性宣称”。
问题在于：针对 “某个单一解释者”的层层

限定之后，“确定性”如何还成其为 “确定性”？
除去 “并不寻求真—假判断”之外，上述的 “确
定意义”与 “解释义和行为意义的确定性宣称”
有何实质性的不同？或者进一步说， “确定性”
是否只能放弃 “普遍性”？其中的关键是重构可
能达致 “确定性”的逻辑，却不是在原有的逻辑
框架内描述任何一种确定的意义，哪怕只是限定
于某一群体和某一语境的 “确定意义”。因为即
使不求真假判断、不作信仰的宣称，试图使某种
“确定意义”得以 “成立”的冲动本身，又何尝
不就是 “真理的宣称”？就此而论，基督教神学
的 “不可能性”恰恰是化解悖论的最重要资源，
完全可能为奥克斯业已开启的讨论提供补充。

二

在早期的诠释学理论中， “诠释的循环”被
视为一种有待解决的问题，或是要提醒诠释者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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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Ｗｉｌｌ　Ｄｕｒａｎｔ．Ｔｈｅ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Ｉｎｃ．，１９８１，ｐ．１６．其例子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苏格
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理性的动物。在这样的三段论中，大前提的 “人”已经包括了苏格拉底，所以能够支撑大前提的其实是它
的结论。

具体见：彼得·奥克斯：《经文辩读：从实践到理论》。

其原文为：Ｉｆ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ｅ），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ｂｕｔ　ｓｉｍ－
ｐ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ｉｔ．



当把握局部与整体关系。比如伽达默尔 （Ｈａｎｓ－
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就注意到宗教改革时期神学诠
释在此意义上的引申： “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把这
种从古代修辞学里所得知的观点应用到理解的过

程，并把它发展为文本解释的一般原则，即文本
的一切个别细节都应当从上下文 （即从前后关
系）以及从整体所目向的统一意义 （即从目的）
去加以理解。”［４］（Ｐ１５４）

然而经过布尔特曼的解析，似乎可以对 “循
环”本身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 “任何诠释都是
被某种兴趣、被某种潜在的问题所指引……问题
产生于对所涉对象的特殊兴趣，所以对这一对象
的特殊理解是先在的”；不过，只要这些 “问题”
和诠释者的 “视点”不是 “绝对的”，只要允许
“从不同的视点”诠释同一个对象，“真理就可以
对每一种视点客观地显现”。因为 “通过视点的
选择，与历史的存在性相遇……已经在产生作
用”，这就是布尔特曼所谓的 “诠释者……进入
历史和参与历史”［５］（Ｐ１１３、１１８－１１９、１５４），正如奥克斯的
“进入一种既自由又协作的辩读形式”。追根溯
源，这可能也是 “进入海德格尔对诠释学循环的
分析”［６］（Ｐ４７５－４７７）：“理解的循环不是一个听凭任意
的认识方式活动于其间的圆圈，这个词表达的乃
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论上的 ‘先结构’……在这一
循环中包藏着本原性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

能性。”①

保罗·蒂利希 （Ｐａｕｌ　Ｔｉｌｌｉｃｈ）进一步提出
“进入神学的循环”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因
为神学解释同样存在着 “先结构”（ａｐｒｉｏｒｉ），这
是 “任何宗教的哲学家无法回避的循环”。由于
这种 “先结构”和 “循环”的制约，无论将神学
视为经验—归纳的、形而上学—演绎的或是二者
的结合，都难以解决其内在的悖论： “倘若采用
归纳的方法，则必须追问……神学的经验基础；
而任何经验的基础，都包含着体验与价值的 ‘先
结构’。古典观念论所推衍的演绎方法同样如
此”。所以，无论是观念论的还是经验论的神学

概念，“都植根于……对超越主观和客观之对立
的某种存在者的意识”，也只有借助这一超越性
的 “存在者”，才能理解 “先结构”及其 “循
环”；而所谓的 “循环”绝非 “邪谬”， “对精神
事 物 的 每 一 种 理 解，原 本 都 是 圆 形 的 循
环”［７］（Ｐ１２－１４）。
总之，如果说以往所理解的 “循环”是可以

被 “克服”的，那么在现代诠释学的论说中，
“文本的理解始终是由前理解的参与所决定，整
体与局部的循环不是通过完美的理解而消除，相
反却是被最为充分地实现……从而理解的循环不
是一种 ‘方法论的’循环，而是表达着理解之中
的一种本体论的结构要素”②。
如果说 “循环”并非意味着 “意义”的消

解，而是包含着 “积极的可能性”，那么神学家
所说的应该是一种进入又抽离 “循环”的 “不可
能的可能”，正如从中世纪的释经学开始，神学
家的种种论说和方法，其实都是试图进入文本而
超越文本、借助语言而逃出语言。蒂利希在短短
的十几行文字中连用了五次 “进入神学的循环”，
也是要强调这种 “不可能的可能”：“神学家永远
处在委身于信仰又疏离于信仰之间，处在 ‘信’
和 ‘怀疑’之间”。［８］（Ｐ１５）换言之，一方面，神学
必须进入 “诠释的循环”和现代的语境，退回某
一群体的宗教经验并不能回答诠释学的挑战；另
一方面，真正的 “进入”必然会否弃原有的 “确
定性”，从而唯一的 “可能”恰恰是以 “不可能”
为前提，唯一可以 “确定”的应该是在 “委身”
与 “疏离”、“信”与 “怀疑”之间的意义结构。
回到 “真理宣称”的问题，神学逻辑之独

特，同样在于以 “不可能”凸显 “可能”、以
“不确定”界说 “确定”。比如托伦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ｏｒｒａｎｃｅ）就是如此区分 “真理”与 “真理陈
述”：“神学陈述作为人类陈述……单凭自己是不
足的，是不具有真理性的。它们是在与终极真理
相关中具有其真理性的，它们仅在绝对地与那绝
对的真理相联系的意义上，才具有其真理性。但

—０１—

①

②

相关讨论请参阅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１８７—１８８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７；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
ｅｒ．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５，ｐｐ．２３５—２３６；另见Ｍｉｉｋｋａ　Ｒｕｏｋａｎｅｎ．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ｓ　ａｎ
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Ｅｂｅｌｉｎｇ．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Ｖａｍｍａｌａ，１９８２，ｐ．１３５．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５，ｐ．２６１，另请参阅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３７６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４。此处的译文根据英译本略作了调整。



恰恰由于它们与之相关的是那绝对的真理，它
们……才 是 相 对 的，并 且 为 这 真 理 所 相 对
化”。［９］（Ｐ２４２－２４３）也就是说：“真理陈述”的相对化，
是由于它陈述真理；而正是因为真理被期待为绝
对，它的任何陈述形式才都表现出相对性。
奥克斯提出：“经文辩读”实际上是一种

“深层的历史编纂学”，既有别于 “世俗的现代主
义”也与 “反现代的正统主义”截然不同，目标
是要 “将相反的两极转化为对话的搭档”。［１０］大
卫·福特在 《基督教智慧》一书第八章 “跨信仰
的智慧：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经文辩读”
中，也表达了 “经文辩读”最基本的价值命意：
“相似的至善可以得到不同显现”［１１］（Ｐ２７３－３０３），其要
点同样包含类似的 “诠释循环”：第一，作为向
所有人敞开的、寻求智慧的活动， “经文辩读”
必然消解一切自我封闭的 “事先的信靠”（Ｐｒｅ－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１２］（Ｐ４４）。第二，“经文辩读”涉及多种
声音，不可能被整合为任何独白，从而没有任何
权威的观点和原本的解释者，也没有任何人独自
占有经文的最终意义。第三， “经文辩读”不仅
有助于我们理解 “他者”，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理解自己的经典和传统，最终得以凸显的，则是
高于对话双方的价值理想。
在这一 “循环”中，“事先的信靠”（Ｐｒｅ－ａｓ－

ｓｕｒａｎｃｅ）之 “不可能”成全了 “高于对话双方
的价值理想”； “相似的至善”之 “不同显现”，
使我们在承认 “差异”的前提下超越 “差异”；
通过 “多种声音”消解任何一种 “独白”、通过
“被期待为绝对”的 “意义”将任何 “意义的陈
述”相对化，反衬出我们永远无法 “独自占有”
的 “确定性”。用当代人的说法，这就是基于
“解构”的 “重构”。而试图确立一种新的 “意
义”，显然并不能排除被重新解构的可能。真正
需要 “重构”的并非任何一种意义的 “确定性”，
而是何以为 “确定”的诠释学逻辑。这也就是为
什么泰勒 （Ｍａｒｋ　Ｔａｙｌｏｒ）会在 “非此即彼”和

“亦此亦彼”之外，寻求一种 “非此亦非彼”
（ｎｅｉｔｈｅｒ／ｎｏｒ）的 “解构的方法”［１３］（Ｐ１２９－１３０），乃至
谈论神学的基础，正是 “神学的终结”［１４］。如此，
只针对 “某个单一解释者”的 “确定意义”其实
是没有意义的；即使 “并不寻求真－假判断”，它
也仍然仅仅是 “陈述”或者 “宣称”而已。
诠释学基本问题来自人和语言的限度，这一

限度又是在信仰文本的读解中才被彻底敞开的，
从而有卡尔·巴特 （Ｋａｒｌ　Ｂａｒｔｈ）的名言：“作为
神学家我们应该谈论上帝，但是作为人我们又不
能谈论上帝……这便是我们所处的窘境”。因此
“对上帝的认知……永远是间接的”［１５］（Ｐ４０，５１）。神
学的 “释经”就这样将我们 “逼回到理解的原
点”［１６］（２９９），乃至某种 “宗教批判的神学”成为
了 “诠释学的宣言”［１７］（Ｐ４６３、５３４）。

三

古今中外都有种种的 “不可说”，但是人们
真正要说的，可能恰恰是这些 “不可说”。如果
必须成全 “说不可说”的冲动，那么只能以承认
终极意义上的 “不可说”作为 “说”的前提。于
是中国先贤的 “大辩无言”① 或者西方哲人的
“否定性言说”② 常常成为释经者的辩词。托伦
斯曾以一种极度困难的语言方式去 “描述”语言
的困难：我们无法描述一个描述是怎样描述它所
描述的东西［１８］（ＰⅩⅩⅤ）；在他看来，“只有承认……
自己的贫乏和相对，才可能真实地指涉终极真
理”，否则只会得到 “一个虚假的 ‘正统’概
念”［１９］（Ｐ２４３）。卡尔·巴特和谢列贝克斯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ｃｈｉｌｌｅｂｅｅｃｋｘ）则将 《圣经》视为 “对先前文本
……的诠释”，或者 “先知和使徒对耶稣基督这
一基本符号之启示的见证”，从而只能是 “诠释
的诠释”、 “符号的符号”。③ 在中国，也有董仲
舒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
辞”（董仲舒：《春秋繁露》）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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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大辩不言”见 《庄子·齐物论》，理雅各将其译作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ｗｏｒｄｓ，见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６２，ｐ．１８９．

比如德里达的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ｅ　ｐａｓ　ｐａｒｌｅｒ则被分别解释为 “Ｈｏｗ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或者 “Ｈｏｗ　Ｎｏｔ
ｔｏ　Ｓａｙ：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详 见 Ｇｒａｈａｍ　Ｗａｒｄ．Ｂａｒｔｈ，Ｄｅｒｒｉ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ｌｏ－
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相关讨论请参阅谢列贝克斯： 《信仰的理解：诠释与批判》，３４页，香港，道风书社，２００４；以及 Ｋａｒｌ　Ｂａｒｔｈ．Ｃｈｕｒｃｈ　Ｄｏｇ－
ｍａｔｉｃｓ，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　＆Ｔ　Ｃｌａｒｋ，１９６１，ｐ．７４．



“诗无达诂”之于文人，无则无矣；“诗无达
诂”之于神圣文本及其 “释经”传统 （ｅｘｅｇｅ－
ｓｉｓ），其间的悖论却不能不解决。而西方学者所
谓的 “神圣文本” （ｓａｃｒｅｄ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ｓ）不仅是指
各种宗教经卷，也包括中国古代典籍，比如麦克
斯·缪勒 （Ｍａｘ　Ｍｕｌｌｅｒ）所编订的相关译丛就名
之曰 《东方圣书》［２０］。可见对经典诠释而言，圣
俗之分的根本不在于是否关乎宗教，因为 “意
义”本身已经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一旦如此，
则动摇 “意义”也就动摇了 “神圣”的根基。那
么，释经者为什么又宁愿退守于 “诠释的诠释”
或者 “符号的符号”呢？
巴丢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将上述问题归结于一

个公式：Ｅ→ｄ （ε）→π。其中 Ｅ代表 “事件”
（ｅｖｅｎｔ），ｄ代表 “决定”（ｄｅｃｉｓｉｏｎ），ε被解释为
“关于事件的宣称”（ｅｖ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π则是
“对 一 个 事 件 的 忠 实”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ｎ　ｅ－
ｖｅｎｔ）。［２１］（Ｐ３６－３９）按照公式中的第一个环节：人自
身本来不能作出任何 “决定”，只是 “宣称”一
个 “事件”，结果使 “不可决定的”通过与 “事
件”的关联而得到了 “决定”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ｃｉｄａｂｌｅ）。按照公式中的第二个环节： “关
于事件的宣称”又带来 “对一个事件的忠实”，
于是 “主体”被 “建构”出来， “普遍性”得到
了一种形式，一切 “意义”也都成为了可能。最
重要的是：“对事件的忠实”实际上只需要 “忠实
于一个不确定的事件”［２２］（ＰⅩⅩⅤ－ⅩⅩⅤⅡ）。也就是说，一
切 “可能性”的基础都是 “不可能”，一切 “确定
性”都来自 “不确定”，一切 “说”都依托着 “不
可说”，一切 “谈论上帝”都源于 “不能谈论”。
这种 “诠释的循环”其实正是诠释活动本

身。因此，当伽达默尔将 “见解”理解为 “流动
的多种可能性”① 的时候，宗教哲学对于托伦斯
等神学家也不过是 “流动的教义学”（ｆｌｕｉｄ　ｄｏｇ－
ｍａｔｉｃｓ）［２３］（Ｐ４９）。而从 “循环”、“进入”到 “流
动”，从寻求 “确定的意义”到建立主体与 “确
定性”之间的意义结构，一种动词性的逻辑已经
依稀可辨。一旦将亚伯拉罕传统内的 “经文辩
读”扩展于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思想的译解，

“流动的多种可能性”则显示出更为深刻的诠释
学意义，所谓的动词性逻辑也将从 “意义”的建
构贯穿于 “身份”本身。
按照若瑟·佛莱什 （ＪｏｓéＦｒèｃｈｅｓ）对传教

士汉学的描述，“汉学史基本上就是西方关注中
国的历史……其主要关注点应该是揭示中国文明
的奥秘，而不是对它作出判断，这就是在伏尔泰
与杜赫德 （Ｄｕ　Ｈａｌｄｅ）……孟德斯鸠与理雅各
（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之间所存在的全部差异”［２４］（Ｐ３）。
“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之为谓，确实对 “中心话
语”构成了先天的挑战。然而，思想家与汉学家
的对应也许太过简单，理雅各作为基督教传教士
和中国经典翻译者的双重身份，包含着更尖锐的
对应。乃至当理雅各以传教士的背景投入汉学家
的工作时，既有论者批评他用基督教思想篡改了
中国经典，也有人认为他 “首先要向自己的西方
同胞传教，首先要为西方学者和传教士译介东方
的思想”［２５］（Ｐ１０）。
王国维在 《书辜氏汤生英译 〈中庸〉后》中

对于理雅各是有所肯定的：“如执近世之哲学，以
述古人之说，谓之弥缝古人之说则可，谓之忠于
古人则恐未也……欲求其贯串统一，势不能不用
语意更广之语；然语意愈广者，其语愈虚，于是
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译
古书之难，全在于是。如辜氏……之译 ‘中’为

Ｏｕｒ　ｔｒｕｅ　ｓｅｌｆ、‘和’为 Ｍｏ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其最著者也。
余如以 ‘性’之为Ｌａｗ　ｏｆ　ｏｕｒ　ｂｅｉｎｇ、以 ‘道’为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亦出于求统一之弊。以吾人观之，则
‘道’与其谓之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宁谓之 Ｍｏ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至 ‘性’之为Ｌａｗ　ｏｆ　ｏｕｒ　ｂｅｉｎｇ……不如译为Ｅｓ－
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ｕｒ　ｂｅｉｎｇ　ｏｒ　Ｏｕｒ　ｔｒｕｅ　ｎａｔｕｒｅ之妥也……
《中庸》之第一句，无论何人，不能精密译之。
外国语中之无我国 ‘天’字之相当字，与我国语
中之无Ｇｏｄ之相当字无以异。理雅各之译 ‘中’
为 Ｍｅａｎ，故无以解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之
‘中’，今辜氏译 ‘中’为Ｏｕｒ　ｔｒｕｅ　ｓｅｌｆ，又何以
解 ‘君子而时中’之 ‘中’乎？吾宁以理雅各氏
之译 ‘中’为 Ｍｅａｎ，犹得 《中庸》一部之真意
者也。”［２６］（Ｐ４７３－４７４）殊不知理雅各本人却可能另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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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３４５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４。此处在英文版中的用法与托伦斯的概念极为相似： “…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ｆｌｕｉｄ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
ｐａｎｙ．１９７５，ｐ．２３８．



志：“为了让我们的中国读者和听众也能像我们
一样思考上帝，传教士必须在儒家典籍中大量补
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增加 （ａｄｄｉｎｇ）……并扩
展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有关上帝的陈述。”①由此足
见，理雅各的基督教立场始终明确，传教的目的
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理雅各的 “身份”却未必是

一以贯之，未必没有微妙的游移。比如他在

１８６１年 《论语》英译本第一版的 “导论”中提
到：“在长期研究孔子的人品和学说后，我无法
认同他是个伟人……在我看来，中国人对他的信
仰很快就会普遍消失。”［２７］（Ｐ１１３）但在１８９３年第二
版的 “导论”中这段话已经完全不同： “我越研
究孔子的人品和学说，对他的评价就越高，他是
个伟人，他的全面影响使中国人极大受益，他的
教诲对于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也有重要价

值。”［２８］（Ｐ１１１）这种变化在理雅各翻译 《道德经》时
可能更为明显［２９］。于是 “身份”之生成、选择、
甚至游移也许都只是 “被建构”的结果②，这使
我们不得不再度回到 “流动的教义学”。
如果继续追究，甚至 “宗教”本身也同样可

以被视为 “流动的多种可能性”。按照德里达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的说法：“我们讨论宗教的问
题的时候，要回到宗教这个名词的生成和它的语
义。它的生成是动态的，生成是个过程；它的语
义是在使用当中才有的一种语义，而不是一个放
在那里的、等待我们去解释的名词。”［３０］（Ｐ５７）卡普
托 （Ｊｏｈｎ　Ｃａｐｕｔｏ）进一步提出：即使上帝也只
是一个 “我们用来指向与上帝之名相关的事件的
名字”，而这一事件又是 “处于正在发生之中的
发生，永远不能被正在发生的东西完全表达”。
因此，主体是 “被构成的”而不是 “构成性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上帝
同样应该是非人格化的 （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任何价值
理想都是 “生成性的可能”，宗教同样应该是
“演绎和生成”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ｔｔｅｍｐ－
ｔｅｄ　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ｓ）。由此卡普托引述了一位犹太教
拉比 的 命 题：上 帝 是 一 个 动 词 （Ｇｏｄ　ｉｓ　ａ

Ｖｅｒｂ）。［３１］（Ｐ３１）

坚守基督教信仰的理雅各与熟读四书五经的

理雅各，其从事译解活动的 “身份”究竟是传教
士还是汉学家？其 “身份”究竟取决于直接的信
仰表达还是多少也体现于他所留下的译注文本？

中国人相信 “文如其人”，实际上 “人”亦在其
“文”。无论理雅各本人原初的立场如何，其翻
译、解释、研究，或者哪怕是批判中国经典，都
已经注定了所译之经对于译经之人的潜在影响。
其中 “身份”的 “流动”或者 “动词性”，用卡
尔·巴特的话说正是 “游移的主体” （ｍｏｖ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而游移无须 “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
我”，因为作为一种 “被构成的主体”， “我”本
身正是游移所生成的结果。
易则动、动则生、生则衡、衡则和，这应当

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共同分享的古代智慧。而无
论基督教神学的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ｕｔ　ｎｏｔ　ｙｅｔ还是 《周易》
的 “既济”与 “未济”，其落点可能都在于游移
中的生成。重读那些汉学家抑或传教士对中国古
代典籍的研究和译介，我们当然会对某些截然不
同的理解感到惊讶，但是更需要追究的应该是何
以如此，却不是以 “身份”的名义一锤定音。从
而才能了然巴丢对 “身份政治”的质疑，即：
“身份”是为了让我们理解差异，却不是要我们
借以自闭，否则就无异于宣称 “只有同性恋者才
能理解什么是同性恋”［３２］（Ｐ１０－１２）了。更重要的是：
当汉学家借助西方的概念工具为中国思想 “命
名”时，同样也使中国思想进入了西方的概念系
统。比如２０１０年９月，欧盟就 “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召开外交政策峰会，其间争论颇多，但最
终还是第一次确认了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于
欧盟外交政策的重要意义： “与世界主要国家结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实现欧盟的目标和利益
提供了有效工具”。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隆佩
（Ｈｅｒｍａｎ　ｖａｎ　Ｒｏｍｐｕｙ）则明确提出：“战略伙伴
关系之框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对等互惠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３３］“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源自拉丁文ｒｅ－
ｃｉｐｒｏｃｕｓ（轮流、往返、互相），意指相互之间的

—３１—

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Ｔｒüｂｎｅｒ　＆Ｃｏ．，１８７７，ｐ．３．请参阅：姜哲： 《作为 “补充”
的 “译名”———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中的 “上帝”与 “圣经”之辨》。

关于德鲁兹 “被构成的主体”（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见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ｌｅｕｚ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ｎ　Ｒｏｆｆｅ．Ｐａｒｒｈｅｓｉａ，２００７ （２）：ｐｐ．３７－４４．



对等，译为 “对等互惠”当然没有问题，但在西
方文化传统中，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可能首先会使人联想
到人与上帝、人与邻舍之间的关系。比如 《新
约·约翰福音》有两段关于这种关系的描述：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他”
（约４：２３）；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
样……人为朋友舍命……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
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约１５：１４）。据 《天主
教百科全书》（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的解
释，这些经文 “正是强调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的作用，由
此使爱成为人与上帝的真正友谊”。辅仁神学著
作编译会编的 《基督宗教外语汉语神学词典》，
则将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解释为建立在 “交互性正义”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基础上的 “相关性原则”。
有趣的是，这一神学意义以及被范隆佩用来解说
“战略伙伴关系”的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其实还可能关
联于孔子之 “恕”。
理雅各译 《论语·卫灵公》中有一句话 “有

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恕”字本是 “从心，如声”，而理雅各用ｒｅｃｉ－
ｐｒｏｃｉｔｙ一词翻译 “恕”［３４］（Ｐ３０１），却不用比较多见
的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ｐａｒｄｏｎ或者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于是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含有的 “互惠互利”、 “推己及
人”或者基督教神学的 “相关互应”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３５］（Ｐ８４）之意，使一些传教士将 “恕”释义为

“如心”，并恰好与朱熹所注的 “尽己之谓忠，推
己之谓恕”暗合，逐渐也被中国人所接受。从
《论语》的文本、朱熹的集注、理雅各的译解、
“战略伙伴关系”的界说以至 “如心”的广泛流
传，恐怕已经很难区分何为 “建构者”、何为
“被建构”了。
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对真理的考察既困难、

又容易……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握到它本身，也没
有一个人毫无所得。”［３６］（Ｐ５９）在这样的意义上，
“经文辩读”不仅激发着不同传统之间的相互反
省，也将就此重构不同传统的自我理解；不仅揭
示 “相似的至善”，也将通过 “对话”而拆解
“独白”；不仅让我们理解 “差异”，也将让我们
在差异中见证 “圆满”。或许这正是破除狭隘的
“身份”立场、在多元处境中寻求价值共识的必
要前提。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传统中，相似
甚至共同的价值资源似乎并不缺乏，但是关于
“价值”的认信、执著和自说自话，往往使 “价
值”本身被取代；乃至不同的 “信念”愈益狂
热， “共同的价值”愈益无从谈起。从这样的意
义上说，由读经之 “辩”至 “经文辩读”的宗教
学研究，其实正可以激活人文学术的全部思考，
激活被惯性所支配的现实生活。如此的 “辩读”，
也应该成为当今宗教对话、文化对话、区域对
话、意识形态对话中最根本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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